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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地理”邻近模式演化下海外华商
的危机应对与转型
——以欧美华人零售业为例

陈 蕊 1，邢菁华 2a，2b，刘 逸 3a，3b

（1. 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潮州 521041； 2. 清华大学  a. 社会科学学院，b. 华商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3. 中山大学  a. 旅游学院，b. 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广州 510275）

摘 要：长期以来，华商之间的族群邻近被认为是海外华商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华商网络也被

经济地理学者视为非地理邻近的典型案例。随着近年来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海外华商积极转

型，原有族群邻近模式也发生变化。基于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关系视角和演化经济地理学派的

多维邻近框架，通过对意大利传统华人零售企业和美国新兴华商在线零售企业面对公共卫生危

机转型的个案研究，探讨族群邻近在海外华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角色转变以及企业“关系-地理”

邻近模式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族群邻近模式促进了海外华商的发展，但当原有的族群邻近模

式无法应对公共危机的冲击时，海外华商从族群邻近转向族群疏远。同时，企业族群邻近对象主

体的不同和行业差异使不同海外华商选择了地理邻近或地理疏远的不同转型方向。海外华商企

业面对危机的转型，本质上是族群邻近在认知、组织、社会、制度等维度的作用机制产生了变化，

并导致企业“关系-地理”邻近模式的转变。本文的贡献在于结合关系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

理学关于非地理邻近的研究成果，提出多维“关系-地理”邻近框架，揭示了族群邻近对海外华商

经营活动影响机制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是关系经济地理与演化经济地理的一次积极交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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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中，非地理邻近逐渐受到关注，如关系经济地理学派（Rela‐

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REG）强调关系邻近的重要性［1］，演化经济地理学派（Evolution‐

ary Economic Geography，EEG）提出认知、社会、组织、制度等维度的邻近可能取代地理邻近

的作用 ［2］。按照《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的定义，族群指的是共享历史记忆、血统、语言、信

仰等要素，由主观意识所维系的群体［3］。成员之间由于同属一个族群而产生关系上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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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族群邻近。在对邻近性的讨论中，族群邻近被视为一种非地理邻近的关系，华商网络是常

见的受族群邻近影响经济活动的典型案例。海外华商是指从事商业、企业经营与贸易的中

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同属于华人族群，彼此间存在族群邻近。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

关系建立的华商网络，加强了华商间的跨国商业合作［4，5］，实现了跨国技术知识转移和地方

企业的创新发展［6］，体现了族群邻近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然而，目前REG对族群邻近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探讨跨国社群对企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机制，而EEG则主要将族群邻近

视为单一的制度或社会维度的邻近，并基于此解读族群邻近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总体而言，

鲜有非地理邻近的相关研究从多维度讨论海外华商转型过程中的族群邻近变化。

事实上，族群邻近对华商不同产业和职能部门的影响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或加

强［7］。2020年出现的新冠疫情使国际交流受阻，跨国人员往来和物流都遭遇极大的障碍。

面对这些挑战，海外华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进行探索和创新［8］，族群邻近的作用也随之

发生动态变化。本文以海外华商的危机应对和转型为例，结合REG和EEG有关族群邻近研

究的理论成果，解读族群邻近对海外华商经济活动的影响机制变化，探讨企业如何通过改变

“关系-地理”邻近模式实现 “转危为机”，以期更好地理解海外华商面对外部冲击的应对方

式，并借助海外华商案例的讨论丰富现有的邻近性理论。

1 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1.1　关系邻近性和多维邻近性视角下的族群邻近　

REG和EEG是当前经济地理学的主流学派［9］，对于非地理邻近，这两个学派从不同角度

进行了解读。REG学者以行为体及行为体间的关系为分析单位，强调邻近是行为体在地理

空间中的关系网络而非地理空间本身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说地理的距离由实体空间位置的

差异程度来度量，那么关系的距离则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文化差异程度［10］。在全球生产网络

中，行为体之间通过建立关系邻近来实现互动、协商和权力对抗［1］。REG学者认为族群邻近

归属于关系邻近，主要探讨其对地方企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机制［11］。在地方与全球

生产网络的耦合过程中，传统行业的地方中小企业与中间商之间的族群邻近是它们成功耦

合的关键［5］，而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中同一族群的跨国技术群体更能促进技术传播和地方企

业创新［12］。此外，地方企业可能因为与国际买家具有族群邻近的关系，从而在信息传递、建

立信任、理解市场、进行创新等方面具有优势，使得地方企业能够进入高附加值市场，在全球

生产网络中获取更大的价值［1］。然而，REG学者主要关注全球生产网络，鲜少聚焦于族群邻

近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转型的研究。

EEG学者关于邻近的研究通常基于Boschma于 2005年提出的多维邻近框架，即除了地

理邻近外，还有认知、社会、组织、制度等多个维度的邻近（表 1）［2］。建立某种或几种邻近组

合能促进企业合作和创新、防止锁住效应，但过多的邻近组合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同邻

近类型之间也可能存在替代作用，且邻近模式是动态演化的［2，13-16］。在Boschma框架中，族

群关系被视为制度邻近的一种。有学者以不同族群人口在各个地区的集中程度作为族群邻

近的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同一族群集中度较高的地区之间有更多的研发合作，从而认

为族群邻近有助于企业合作创新［17］。有学者以中国企业为案例，讨论多维邻近对产品演化、

企业出口选择和对外产业联系的影响。这些研究采用方言/语言作为社会邻近的指标，并发

现这种邻近对新产品出现、中国企业出口选择对象以及加强对外产业联系均具有正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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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18-20］。考虑到方言/语言是族群邻近的重要标志，这些研究本质上也揭示了族群邻近的

影响。

尽管EEG揭示了族群邻近与企业创新的正向关系，但也显示了多维邻近框架在分析族

群邻近上的局限性。一方面，不同维度的邻近在社会互动中被同时构建并共同对行为产生

影响［21］。族群邻近本质上是行为体之间在认知、社会、组织、制度等多维度上的趋同而带来

的社会互动，单一的制度维度或社会维度均不足以说明族群邻近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些研

究普遍采用量化方法，正如 Schneider等在其研究中所承认的，他们仅揭示了族群邻近对企

业合作创新有积极作用而未能揭示其运作机制［17］，而且指标的选取缺乏公认的标准，导致解

释力不足。华商网络是REG有关族群邻近研究的常见案例，但鲜有EEG学者将多维邻近框

架运用其中。更重要的是，EEG强调邻近与企业经济活动关系的动态性，但现有的族群邻近

研究却多将族群邻近视为静态的，忽视了族群邻近对企业活动影响的动态变化，而华商面对

危机的应对和转型体现了族群邻近的动态表现。

事实上，多个学科的学者已经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

重大公共危机中海外华商的转型与应对进行了探讨，发现海外华商的转型主要有 3种策略：

吸引海外华商资本和中国大陆企业投资、加大对华投资和开发中国新兴市场以及发展跨国

商业合作和经营［22-24］。在华人移民历史悠久的东南亚，华商人数多、规模大，这 3种策略均有

体现；而在华商发展历史较短、规模较小的欧洲，华商多采取第三种策略。这些策略的实质

是华商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对族群邻近优势的运用。如今海外华商的经济实践已经超越了

传统的华商族裔经济模式［25］。面对 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危机，利用族群邻近是否依然是

海外华商转型的方向？现有关于新冠疫情中海外华商的研究多集中在抗疫方面，对华商经

济转型仅有少量描述性的讨论［25，26］。海外华商在新冠疫情危机中的转型新趋势为理解族群

邻近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案例。EEG和REG关于地理邻近和族群邻近理论成果的结合运

用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海外华商在应对这场危机中出现的新模式。

1.2　“关系-地理”邻近：基于REG的多维分析框架　

从 REG视角看，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模式受到关系距离和地理距离的同时作

用。理解族群邻近与华商转型的关系，需要从这两个维度来探讨族群邻近的动态演变，即

“关系-地理”邻近模式，并借助多维邻近的理论框架对族群邻近的影响机制展开深入探讨。

表1　Boschma的多维邻近研究框架

Tab.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roximity by Boschma

邻近性类型

认知邻近（最微观）

社会邻近（微观）

组织邻近（中观）

制度邻近（宏观）

地理邻近

定义

人们享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和专业技能，从而能互相学习

行为体之间有私人社会关系，尤其包含基于朋友、亲戚或过往共同经历而建立的信任

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的特定组织安排，主要体现在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和控制权组合

正式（如法律规则）和非正式（如文化传统）的制度安排

行为体之间的空间或物理距离。理论上，行为体之间只要具备地理邻近与某种程度

的认知邻近就足以发生互动和学习，但地理邻近可以为其他形式的邻近所取代，也可

以作为其他形式邻近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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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展示了“关系-地理”邻近模式的四种形态，横轴代表行为体间的地理距离，纵轴代表行为

间的关系距离，左下角表示行为体之间存在“地理族群双重邻近”，即同一族群的成员聚居在

某一个地区，在内部产生互动，传统的族裔经济模式（指经营者、雇员和产品性质均局限于聚

居区内的本族裔，经营空间也位于本族裔聚居区）便是如此。左上角则表示行为体之间存在

“非族群的地理邻近”，即行为体的互动主要依赖于地理上的邻近，彼此之间并不属于同一族

群。右下角表示“非地理的族群邻近”，即同属于一个族群的行为体在地理范围上分散，但借

助族群邻近进行互动，东南亚的跨国华商网络便是典型案例。右上角是“地理族群双重疏

远”，表示行为体之间地理分散且不属于同一族群，彼此之间的互动不依赖于地理邻近或族

群邻近。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关系-地理”邻近模式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对潮汕侨乡企业

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初期，侨乡企业大多借助与海外潮商的族群邻近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体现为右下端“非地理的族群邻近”模式，20世纪 90年代后期这一模式逐渐式微，侨乡企业

更多通过直接与国际贸易商建立合作而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侨乡企业与国际贸易商之间呈

现出右上角的“地理族群双重疏远”［27］。

在这 4种模式中，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地理”距离会在认知、社会、组织和制度 4个维度

上产生作用。如对台商在大陆投资活动的研究发现，台商与投资地的华人文化联结使其便

于与当地官员进行私人化的交流，解读对方的“言下之意”；与此同时，在获取商业信息和建

立企业合作方面，台商则依赖于跨境台商社会网络［28］。前者体现了台商与投资地合作者的

族群邻近，在认知（共同的文化认知使得能够解读言下之意）和社会（建立私人化交流渠道）

两个维度发挥作用。后者体现了分散在各地的台商之间的族群邻近，在认知（共同的专业背

景促成商业信息的交流）、组织（跨境企业合作网络）和制度（维系灵活合作的文化制度规范）

3个维度产生影响。从地理角度看，台商与投资地官员之间的地理邻近带来了面对面聚会的

便利，加强了族群邻近在认知和社会维度上的作用。这在“关系-地理”邻近模式上表现为

“地理族群双重邻近”。跨境台商的合作则体现了“非地理的族群邻近”，地理距离带来了资

图1　“关系-地理”的4种邻近模式

Fig.1    Four patterns of “Relational-Geographical” proxi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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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多样化，而族群邻近在认知、组织和制度维度上则弥补了因地理距离导致的交流不便等

的缺失。换言之，针对不同的行为体，投资大陆的台商在不同地理尺度和多个维度运用了族

群邻近理念，从而促成了投资活动的成功。

本文将聚焦族群邻近，基于“关系-地理”邻近的多维邻近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海外华商

面对冲击时“关系-地理”邻近模式的演变。同一族群的行为体之间在认知、社会、组织、制度

等维度上有着天然接近的基础。族群邻近在这些维度上的作用变化带来了“关系-地理”邻

近模式的改变。因此，结合多维邻近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解析海外华商改变“关系-地理”邻

近模式的原因和过程，从而全面理解其面对危机时的转型机制。

2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为了更好地了解海外华商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关系-地理”邻近模式的变化，本研究

团队从 2020年 3月—2023年 1月进行了近三年的调研，以访谈为主，分 3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为 2020年 3—6月，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和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共同举办了“海外华

商谈抗疫”系列在线会议，共 12个地区专场，以线上座谈的方式对五大洲近 20个不同国家的

海外华商在新冠疫情中的情况进行了解。第二阶段为 2020年 7—10月，与其中 36名华商进

行一对一深入访谈，了解零售、餐饮、广告、贸易、电商等不同行业的海外华商企业在新冠疫

情中的应对情况。在此基础上，选取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华商企业案例进行第三阶段

的调研，除了第二阶段对这两个企业的深入访谈外，从 2022年 10月—2023年 1月继续对创

始人和企业相关人士进行了追踪访谈，充分了解这两个企业在新冠疫情前、疫情中和疫情后

的转变，并结合所在地主流新闻媒体报道等多方验证，确保调研数据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

性，以全面探析他们应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行动与转变。

本文选取的案例为意大利百货连锁商场L企业和美国生鲜百货零售电商W企业，这两

个案例属于传统东南亚华商之外的常见新华商类型。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投

资移民和专业人士移民的跨国流动大幅增长，大量新华商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区域涌

现。他们在不同文化与地域中实现资本、技术和文化的跨国流动，逐步摆脱原来相对孤立

的、面向族群内部的族裔经济模式，呈现跨国经营与本地经济相结合的特点［29］。在欧洲，以

依托地缘社会网络、“小商品、大市场”为特点的温州模式在华商经营中十分普遍［30］，意大利

L企业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采用温州模式经营的企业。分布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北美新华商

则呈现“超高端遴选”移民机制与族裔资本相结合的特点［31，32］，总部位于科技创业氛围浓厚

的硅谷地区的W企业，体现了有高学历技术移民背景的北美华商企业特点。此外，两个案

例都属于百货零售行业，族群邻近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影响也在新冠疫情

中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这两个案例分别代表了地理黏性较强的传统零售行业和地理黏

性较弱的新兴电商行业，对比其在新冠疫情中的变化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关系-地理”邻近的

影响机制。可以说，L企业和W企业为观察海外华商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及转型前后“关

系-地理”邻近模式变化提供了合适的窗口。

3 案例分析：转型中的“关系-地理”邻近变化 

3.1　意大利连锁商超L企业：从族群邻近到地理邻近　

温州人是意大利华侨中最主要的群体［33］。祖籍国网络为温州移民的创业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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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意大利的温州商人集中于服装、鞋帽、日用小商品的贸易领域［34］。意大利L企业的创始

人李先生是其中之一，他通过基于地缘的“移民链”来到意大利并完成了原始积累，从创办第

一家鞋帽零售店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从商经验。新冠疫情前，L企业已拥有 300多名员工、

20家大规模零售连锁商超，主要销售来自中国、越南等地的中低端鞋帽服装，顾客主要是意

大利当地人。L企业超过 80%的员工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主要通过当地华人社会网络进行

招募；主要供应商也是华人，彼此间形成典型的跨国华商网络。从“关系-地理”邻近的视角

看，L企业呈现出与员工的“地理族群双重邻近”以及与供应商的“非地理的族群邻近”的模

式。通过同时在地方尺度和跨国尺度上对族群邻近的运用，L企业以低成本、反应灵活的优

势在意大利本地零售业的竞争中胜出。

新冠疫情开始后，各国处于封闭状态，L企业的供应商无法保证按时交货，物流成本也

上升了好几倍。春节回国的华人移民因新冠疫情没有继续出国务工，导致本地华人劳工剧

减。L企业面临现金流紧张、物流链中断和用工荒等问题，原本建立在族群邻近基础上的优

势反而成了企业经营的障碍。

为了应对危机，L企业开始建立与供应商和员工之间“非族群的地理邻近”的模式。L企

业从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的商业合作开始，以本地供应商替代跨国华商，选择了由本地工厂生

产的百货商品。在成熟的市场环境下，李先生与本地供应商在语言、交流渠道和行为准则等

方面并没有遭遇太多障碍。在合作过程中，李先生由于与当地人接触得更加频繁，从而与供

货方建立了比以往更加稳固的信任关系。地理邻近使李先生与当地供应商有更多面对面交

流的机会，李先生由此进入了“本地蜂鸣”的环境，有了更多的信息来源，对当地的商业文化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随着他对当地商业环境的熟悉度日益加深，当得知意大利某知名连锁

家居由于新冠疫情冲击造成资金链断裂、有寻找收购方的意向时，他立刻抓住机会，迅速聘

请了本地熟悉收购流程的团队与对方谈判。在收购过程中，L企业接受了解决破产员工就

业的条件，接纳对方原有 75%的员工，并聘请了当地的职业经理人负责收购后的业务，以便

更好地管理这些新员工。这促成L企业实现了与员工从“地理族群双重邻近”到“非族群的

地理邻近”模式的转变。至此，L企业员工增长到 600多名，且均为签订固定合同的员工，其

中意大利员工超过了一半。

这一收购行动不仅大大增加了L企业的非华人员工比例，还因此得到当地主流媒体的

跟踪报道，强调L企业解决了 50多岁老员工的就业问题，并提及L企业的货品超过一半是意

大利制造。海外华商作为移民企业在获得本土社群认同方面经常面临挑战［35］，L企业通过

接受被收购企业员工获得本地媒体曝光，从而在树立企业本土形象、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的过

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李先生在访谈中表示，“疫情前我们的货品以价格低廉吸引顾客，面

向的是中、低端市场，并不受当地消费者的欢迎。经过这次的疫情，我们的企业已经成功完

成了并购和转型，朝着本土化、中高端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顾客对我们的店铺

形象和产品满意度得到了提高”。

简言之，经过新冠疫情，L企业与供应商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从族群邻近转向了族群疏

远，“关系-地理”邻近模式变成“非族群的地理邻近”模式。新冠疫情过后，虽然国际供应链

和物流、本地华人员工资源逐步恢复，但L企业并未恢复原先的族群邻近模式。李先生表

示，这次转型不仅改变了供应商和员工的组成，还在商品品类、摆放和采购等运营细节上进

行了改进，通过渐进性的创新，企业实现了升级，因此原有的华人供应商和华人员工都与企

21



世 界 地 理 研 究 34 卷 

业需求不再匹配。L企业在转向族群疏远模式的同时，也成功进入了中高端市场。

3.2　美国电商W企业：族群与地理的双重疏远　

W企业的几位创始人都是通过留学攻读博士或受雇于跨国公司来到美国的，均有过信

息科技工程师的职业经历，居住在科技创业氛围浓厚的硅谷地区。W企业创立于 2015年，

面向华人在线销售生鲜和日用百货。与L企业这样的传统零售行业相比，在线零售行业对

地理邻近的依赖较低，但族群邻近在 W 企业创立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3

年，微信国际用户注册量突破 1亿。W企业的创始人发现有了微信之后，华人群体的联系变

得更宽泛和频繁，使用微信的华人经常会主动或被动加入多个当地的团购群中，于是W企

业创立了华人团购生鲜百货的模式，在微信群发掘当地有影响力的“团长”，招募他们成为W

企业的卖家，同时根据顾客需求联系产品有特色、质量有保障的供应商。W企业将货物送到

团长家，团长负责的顾客到团长家取货，这种方式使得W企业能在低库存甚至零库存的情

况下高效、针对性地提供了顾客所需商品。不管是流行于华人间的通信社交微信平台，与W

企业没有正式合约关系的团长队伍，还是团长与顾客之间的即时交流与互动，都体现了W

企业在下游市场方面对“非地理的族群邻近”模式的高度依赖。在供应商方面，W企业根据

顾客需求寻找精准匹配的供应商，而非大批量低成本的货源，所以其供应商既有华商的“味

全”“李锦记”等品牌供应商，也有日本和韩国的供应商，甚至还有美国华盛顿州、加州等地的

农场。在员工方面，W企业的特性决定了其员工以技术专业人士为主，不同于L企业依靠本

地华人社会网络雇佣低成本华人员工的“地理族群双重邻近”特点。由此可见，W企业经营

活动中对族群邻近优势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上。

随着经营的发展，团长与W企业逐渐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企业希望能引入

更多团长以实现市场的扩张，而现有团长为维护自己的客户资源排斥新团长的加入，于是W

企业加大对技术的投入，根据行业特点和自身需求研发了网站前后端、仓储管理系统WMS、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ERP、司机配送等多个系统，并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运用在产品推

荐、采购、物流等各个环节。在此基础上，W企业取消了团长环节，改用W企业团队直接配

送。为了避免取消团长模式带来的用户流失，W企业独创了先下单、后分享到朋友圈或者微

信群、再由朋友砍价的社交模式以加强用户黏性，此举进一步促进了用户群的高速增长，扩

大了W企业的影响范围。到了 2019年底，W企业的服务范围已经覆盖了旧金山湾区、西雅

图、洛杉矶等地，成为这些地区华人日常买菜的首选。虽然W企业在市场方面还是体现了

高度依赖于使用微信的华人顾客的“非地理的族群邻近”特性，但为取消团长模式而发展出

来的产品推荐、物流配送等技术，使W企业具备了向其他族群市场推广的可能性。

新冠疫情开始后，W企业面临的挑战也不同于L企业。W企业虽也有华人员工，但多为

本地长期居民，因此没有出现因为新冠疫情而大量流失的情况。在供应链方面，W企业对海

外供货依赖性不高，虽有短暂出现供应中断、库存不足的情况，但很快得以恢复。W企业面

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大机遇，是新冠疫情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模式，线上服务变得流行，短

时间内客户猛增的趋势要求W企业迅速做出改变。在这种情况下，W企业首先推出了产品

包组合，以保证基于同样人手、同样仓库面积的情况下服务到更多顾客，同时产品包组合也

便于不熟悉产品的顾客进行挑选。接着，W企业加强了应用程序和购物网页的建设，及时应

对客户群体从使用微信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向第二、三代亚裔乃至其他族裔的转变。同时W

企业在品类上加大投入，从原来针对华人的品类扩展到各种亚裔，再扩展为亚裔与拉丁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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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并在原有生鲜类的产品为主的基础上，引入了杂货、美妆保健、家居等商品。W企业创

始人表示，新冠疫情前购物的客户主要使用微信和中文版本的应用程序，新冠疫情发生的半

年内使用应用程序购物的客户只有 1/4选择英文，到如今选择英文的客户几乎占据一半；而

且新冠疫情后加入的客人留存率比疫情前加入的客人留存率更高。如今，W企业的业务已

经覆盖全美 41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及部分加拿大地区，成为北美最大的亚裔和拉丁裔在线食

品百货店。

3.3　讨论：多维视角下的邻近模式变化　

新冠疫情之前，意大利的L企业和美国的W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都受惠于族群邻近；新冠

疫情之后，这两个企业的“关系-地理”邻近模式都向上移动，出现了族群疏远的情况（图 2）。

不同的是，L企业的族群邻近主要建立在与供应商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上，新冠疫情前是与员

工“地理族群双重邻近”和与供应商“非地理的族群邻近”的模式，新冠疫情后均转向“非族群

的地理邻近”模式。相比之下，W企业的族群邻近主要体现在与顾客的关系上，从新冠疫情

前“非地理的族群邻近”模式转变为疫情后的“地理族群双重疏远”模式。由于族群邻近主体

的不同和行业特点的差异，两个企业的“关系-地理”邻近模式及转型也有所不同。

具体来看，在族群关系方面，虽然两个企业在新冠疫情前都利用了族群邻近的优势，但

这两个企业族群邻近的对象主体并不相同，族群邻近为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也不一样。L

企业族群邻近的对象是跨国供应商和本地华人员工，而W企业则是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族群

邻近在发挥影响。L企业利用族群邻近获取了低成本的商品供给和劳动力资源，能为顾客

提供低价产品；W企业则借助族群邻近开拓市场，发掘了散布各地的、以前未被满足的市场

需求并形成自己的网上顾客群体。在地理方面，两者的地理黏性存在较大差异。L企业作

为传统零售企业，依赖在地员工和本地市场；而在线零售企业区别于传统零售模式的最重要

的特点便是不需要“在场”，因此，W企业的地理黏性远远低于L企业，其策略在于借助企业

的网购和物流系统联结分散的顾客。与地理黏性相关的是新冠疫情对这两个行业的不同影

响。新冠疫情导致商品和人员国际流动的停滞，L企业的跨国供应链断裂，本地华人员工数

量不足，两者都是L企业能够以低价优势在本地市场胜出的关键。相比之下，W企业的竞争

图2　“关系-地理”邻近模式变化

Fig.2    Changes of “Relational-Geographical” proxi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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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不在于低价，而在于精准定位缝隙市场并依靠网络技术和物流系统满足顾客需求，新冠

疫情引发的网购需求激增反而成为W企业扩大市场的机会。因此，L企业的应对策略是放

弃原来依赖族群邻近的低价竞争模式，转型为本地化的、销售中高端商品的模式；W企业则

是突破原来依赖族群邻近的小圈子市场，积极发展多族裔市场。在族群关系上，两个企业在

新冠疫情后都呈现出族群疏远的特点；另一方面，在地理上L企业凸显了地理邻近的特点，

W企业则延续了地理疏远的特点（图2）。

有学者对多个族裔的跨国移民企业家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应对方式进行研究，并总结了3

种方式：重新组合所在国与母国的资源、加强跨国社会资本的流动性以及针对新冠疫情产生

的新需求调整产品和服务［36］。L企业的转型对应着跨国资源重组的第一种方式：疫情切断

了华商企业与华人供应商和华人员工的联系，使得族群邻近无法再发挥作用，但地理邻近促

进了企业和本地供应商、企业和本地员工的合作，加强了企业的本地化，是强化本地资源的

表现。W企业则体现出第三种方式中对疫情新需求的应对：新冠疫情改变了大众消费模式，

W企业在借助新冠疫情带来的市场新需求、与顾客的互动中利用技术工具脱离了族群的限

制，拓展到其他族群的顾客，在地理上维持原来的地理疏远特点，呼应了新冠疫情产生的网

上购物新需求。这两个企业的转型，本质上是新冠疫情前后族群邻近在认知、社会、组织和

制度等多维度上作用的变化。

从认知维度看，族群邻近体现在共有的语言文化背景使L企业在员工管理和供应商合

作方面都能顺畅交流，便于建立信任关系。在社会维度和组织维度上，L企业的员工招聘大

多依靠本地华人社会网络的信息传播，与供应商的关系多始于熟人介绍，企业对员工采取灵

活松散的雇佣方式，低成本和高灵活度的同时也存在员工流动性大的特点；社会网络固然具

有高效、信任度高的优势，但也存在范围有限、小圈子固化的缺陷，这些问题使得L企业在新

冠疫情时面临严重的供应链断裂和用工荒问题。在制度维度方面，共同的族群背景使L企

业与员工和供应商能遵循灵活的合作规范，但也令它与意大利当地商业氛围融合度不高，商

业形象未能获得当地顾客的认同。简言之，族群邻近带来的最大优势是低成本和灵活度，但

新冠疫情造成的跨国流动障碍直接切断了商品和员工供给链，导致族群邻近模式失效。

作为应对，L企业转向“非族群的地理邻近”模式，地理邻近在多个维度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基于地理邻近，李先生在认知维度上可以与本地供应商和员工进行交流；在组织维度上

与本地供应商建立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对本地非华人员工的管理则借助专业经理人的职

业技能和地方知识；在社会维度上，在稳定商业合作的基础上李先生与本地商家逐渐建立了

私人关系，有了突破族群小圈子的信息来源；在制度维度上，在与当地合作和收购本土品牌

的过程中，L企业进一步融入本地的商业环境，其本地化也获得了当地消费者的认可。此

外，这个转型所带来的不仅是L企业在“关系-地理”邻近模式上的变化，也是L企业从低价策

略到本地化品牌和中高端路线的升级。

对于W企业来说，新冠疫情前，在认知维度上族群邻近不仅体现在共同的语言文化背

景上，还体现在企业与顾客对微信的使用和微信团购这种新兴在线购物方式建立起共同的

认知基础上。在社会和组织维度上，初期的团长模式借助了顾客和团长、顾客与顾客之间的

社会网络，团长的角色进一步体现了基于族群邻近的灵活组织方式，不仅能快速有效地与顾

客建立密切关系，形成稳定顾客群，还能及时得到市场反馈并做出调整。但团长模式很快就

显现出范围有限、制约企业扩张的缺陷，促使W企业取消团长模式，将产品推送、司机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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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公司内部，以内部关系的组织邻近取代基于族群邻近的物流销售方式。不过，W企业仍

重视顾客间社会网络带来的市场潜力，通过推广微信社交购物模式来拓展顾客群、加强黏

性。团长模式和微信社交购物模式的推行，离不开族群邻近在习俗、规范等制度维度上的支

持。族群邻近帮助W企业定位到精准的顾客群并对顾客需求进行匹配，新冠疫情带来的冲

击集中则体现为 W 企业能否及时突破原有族群邻近的顾客群体并应对市场突然扩大的

挑战。

W企业与顾客从族群邻近向族群疏远的转型，同样体现了族群邻近在几个维度上的作

用均不再重要。在认知维度方面，经过前期的实践，W企业已经可以借助机器学习和人工智

能算法对顾客需求进行预测，开发多语言应用程序和网页也实现了与顾客的无障碍沟通，这

些既不依赖族群关系邻近，也不需要地理邻近。从社会和组织维度看，新冠疫情后市场的扩

张使得W企业不再依赖于族群内部的微信平台和社会网络来拓展顾客。在制度维度方面，

新冠疫情改变了消费模式，为W企业的扩张创造了制度环境。W企业及时从面向第一代大

陆移民的微信平台和社交购物模式转为面向北美大众的应用程序和购买网站、以Facebook

等即时通信工具一键下单等多种形式，摆脱了族群特性，是“无国界”的网购形式。总体而

言，W企业向地理族群双重疏远模式的转型，是新冠疫情改变消费者行为和华商企业技术创

新双重合力的结果。

现有的海外华商的转型研究多强调华商跨国网络和华商与中国的关联，即族群邻近的

作用，L企业和W企业的案例揭示了族群疏远也可以成为转型的方向，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后

西方社会更加重视“本地生产”的大环境下［25］。而且，族群邻近行为主体的差异，决定了各维

度上族群邻近的作用和变化的差异。以认知维度为例，L企业建立族群邻近的对象是华人

供应商和华人员工，而W企业是华人顾客，所以在认知维度上，L企业更多依托于共同语言

文化背景带来的沟通便利以建立信任，W企业则侧重于华人特有的消费认知。随着L企业

转向非华人的供应商和员工，企业与供应商、员工之间缺乏族群邻近，L企业进行自我调整，

充分发挥地理邻近的优势，通过积极交流、聘请本地收购团队和经理人等方法，建立能与本

地供应商和本地员工顺利沟通的认知基础；W企业则是利用新冠疫情改变消费者对于网上

购物认知的机会，积极迎合了其他族群消费者出现网上购物习惯的趋势。海外华商面对危

机并进行成功转型的关键不在于企业是借助族群邻近还是转变为族群疏远，而是取决于企

业如何根据族群邻近在各个维度上的作用变化，以相应的方式弥补、加强或取代原来族群邻

近在各个维度上的作用，建立新的“关系-地理”邻近模式。

4 结语 

从意大利L企业和美国W企业的两个案例出发，本文借助“关系-地理”邻近分析框架，

揭示了族群邻近对海外华商经营影响的动态变化以及相应的“关系-地理”邻近模式转变。

疫情前，族群邻近在海外华商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海外华商带来独特的竞争优

势。然而，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族群邻近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海外华商出现了从族群邻近

到族群疏远的转型。在地理方面，对于地理黏性较高的传统零售企业，地理邻近在L企业的

危机应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L企业借助深度嵌入本地网络来应对危机、实现转型升级，其

“关系-地理”邻近模式在新冠疫情后呈现出“非族群的地理邻近”特点；相较之下，作为地理

黏性较低的在线零售企业，W企业通过加强技术和扩大市场，实现了从单一华人生鲜电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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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族裔在线购物平台的升级，在新冠疫情后表现为“地理族群双重疏远”模式。

研究进一步发现，华商企业的族群邻近是发生在不同行为体之间的。由于族群邻近对

象的不同，族群邻近在认知、组织、社会、制度等多个维度上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如L企业的

族群邻近主要体现在企业与跨国华人供应商以及企业与本地华人员工之间的关系方面，这

促使L企业实现与供应商和员工之间灵活高效且低成本的合作，加强了企业低成本的竞争

优势；W企业族群邻近的对象集中在顾客群体方面，族群邻近促进了企业对华人移民这一缝

隙市场的开发。新冠疫情引发了L企业的跨国物流障碍和员工荒，族群邻近无法发挥作用，

L企业通过地理邻近在多维度上的作用逐步发展了本地供应商和本地员工的关系，最终实

现了“关系-地理”邻近模式的转变；新冠疫情给W企业带来的是网上购物消费群体扩大的机

会，这些变化由此推动的认知、制度变化以及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取代了原来族群邻近在

多个维度上的关键作用，改变了W企业原有的“关系-地理”邻近模式，实现了从华人顾客向

多族群顾客的拓展。

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族群邻近对海外华商与供应商、员工和顾客在认知、组织、社会、

制度等多维度的作用机制和变化，展示了华商群体的多样性和他们对族群邻近运用的动态

性，是REG与EEG的一次积极的交叉应用。本文所提出的“关系-地理”邻近模式，有利于更

好地理解新冠疫情中族群邻近对海外华商经营影响的动态变化以及海外华商的应对方式，

多维度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族群邻近角色被取代的原因和过程。族群关系是海外华商

的独有资源，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其作用可能是积极的，采用族群邻近模式的华商由此获

得成功；但也可能是消极的，需要华商转向族群疏远模式以实现进一步发展。现有研究多关

注族群邻近如何在海外华商进入中国市场、海外经营和扩张以及国内企业进入海外市场过

程中发挥作用。在国内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和华商企业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华商网络往往被

认为具有正面积极的促进作用［7］，但与哪些行为体之间的族群邻近更有帮助，在什么时候需

要从族群邻近向族群疏远模式转变以及如何转变，这些议题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非常

关键，本文的分析框架和案例为进一步相关研究提供了方向。

由于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主要集中于欧洲和北美两个案例的探讨，存在一些局限性。比

如与文中案例相比，其他地区的华商如东南亚华商在新冠疫情中对族群邻近的运用机制是

否同样发生改变，不同行业特点对海外华商的转型中族群邻近模式的影响如何，其他族群是

否也存在类似情况等。通过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检验本文提到的族群邻近模式转变作为

海外华商应对危机方式的特殊性和普适性，从而更好地理解族群邻近模式的影响机制。此

外，在具体的经营和创新过程中，不管海外华商的经济活动是否采用了族群邻近模式，族群

关系始终为海外华商提供了额外的资源，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全球通道”的角色［37］，使之有更

多的信息渠道和学习资源，比如 W企业对中国电商团购和即时通信社交购物方式的学习

等。在新时代下，海外华商可能会逐步脱离原来建立于五缘基础上、以“泛家庭化”为特色的

传统华商网络，但族群邻近将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族群邻近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特

点的海外华商的影响机制将如何变化，海外华商与中国的天然联系、华商之间的族群联结如

何发挥作用，国内企业的海外发展应如何应对，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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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hnic proximity is considered a key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es.  Economic geographers often lean towards utilizing Chinese business net‐

works as representative cases of relational proximity.  Nevertheless, due to rapidly changing cir‐

cumstances,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presently engaged in a proac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businesses, an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ethnic proximity is also undergoing 

change.  Based on the relational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multidi‐

mensional proximity theory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y‐

namics of relational-geographical proximity patterns in Chinese business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relational-geographical proximity adopted by Chi‐

nese entrepreneurs, this paper studies two cases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a traditional Chi‐

nese retail company in Italy and an online retail company in the USA.  The finding reveals that 

their relational-geographic proximity patterns are both chang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

ic.  Ethnic proximity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However, when 

the previous pattern of ethnic proximity fails to cope with a public crisis, overseas Chinese entre‐

preneurs demonstrate adaptability by steering their business from ethnic proximity towards eth‐

nic distance.  Furthermore, overseas Chinese build ethnic proximity with diverse groups of ac‐

tors, such as suppliers, employees, and customers.  Differences in actors of ethnic proximity and 

firms'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lead to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s, either geographic prox‐

imity or geographic distance.  The crisis-induced transform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es, 

fundamentally, is a result of the changing roles of ethnic proximity in cognitive, organizational,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which in turn lead to the changing relational-geographic 

proximity patterns adopted by firm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a multidimen‐

sional relational-geographical proximity framework and reveal the diversity and dynamic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thnic proximity on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by integrating research on 

non-geographic proximity from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t represents a positive cross-application of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Key words: ethnic proximity; geographical proximity; crisis; transformation;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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